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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０年教育部项目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及其认同研究”（１０ＹＪＣ７６０００５）的阶段性成果。

当下台湾电影中的自然、黑帮与音乐

陈林侠　周露霞

摘　要：近年来台湾电影折射出的 “台湾精神”已然发生了微妙但明显的变化，不再强调大陆作为自

我镜像，体现出自由与放松的气质。这一方面说明了两岸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对抗式冷战思维的弱化与消

失，但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显示了大陆在塑造台湾形象与身份方面失去了重要功能。台湾通过发掘自

身的地域／自然、本土历史／黑帮以及现代性／摇滚音乐等等文化资源，用以凝聚自我意识及其身份认同。

台湾电影在塑造自身形象时的蛛丝马迹，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某种微观政治学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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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世纪的创作实际看，台湾电影中的台湾形象出现新的特征。有论者说道：“‘台湾精神’在发

生微妙但明显的变化，‘台湾精神’不再以站在大陆的对立面为荣，不再处处表现出被内地文化同化的

恐惧感，而是在拥有了自信与创新的元素之后，体现出一种开放、自由与放松的气质。”［１］这种转变原

因当然复杂。从艺术上说，由于侯孝贤等人的台湾新电影的创作思路清晰明确，作为后来者，必然对

那种沉闷、压抑及其个人性的成长类型加以 “轻松”而 “时尚”的反叛；就产业上讲，由于华语电影

在台湾票房异常窘迫，电影再生产陷入自身边缘的恶性循环之中，很难以 “对抗”大陆姿态出现。

台湾电影的这种 “开放、自由与放松”，的确摆脱了以大陆作为镜像的自我定位，削弱了政治意义

上的对立性，但这又分明暗示出身份认同的文化资源发生了转向。台湾电影形塑、传播台湾形象的政

治使命在 “政府”行政指令中依然明确。如 《“行政院新闻局”的９７年度施政绩效报告》就明确要求

“以影音产品传播国家形象，”其中包括：企划摄制国情纪录片、专题短片及国情资料影片。［２］因此，当

台湾电影不再以大陆的对立面来确认自我的时候，一方面说明了两岸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对抗式的冷

战思维的弱化，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大陆在形塑台湾身份方面失去了重要功能。台湾通过发掘自身

的地域／自然、本土历史／黑帮以及现代性／摇滚音乐等等资源，用以凝聚自我意识及其身份认同。这都

程度不同地显示了微观政治学的某种意义，值得认真对待。

一、自　　然

从塑造形象的角度说，选择自然风景及其人文景观应该是最直接的反应。自然勾勒出了地域、区域

及其城市的具体疆域。台湾 “电影局长”谢志伟说：“新一代的创作者开始用抒情的视角与写实的笔调

取代了过往的沉郁冷酷的书写方式，以寻常百姓的温情与关怀来救赎都市边缘的罪恶与苦痛，唱颂起

田园的牧歌来阻断对都市愤懑的诅咒，用理想的追求代替绝望的悲情，使飞跃的青春释放历史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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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展示了台湾电影创作者对这片土地温暖的抚触与关照。”［３］应该说，除开政治色彩，这段话还是

比较到位地概括了台湾电影在 “后侯孝贤”时代从移民历史到自然风光的转向。具体说来，有如下情

况：第一，台湾电影选择自然外景，地域散布于全岛，而且凸显海洋形象的特殊身份。众所周知，侯

孝贤等虽然注重台湾的自然形象，但都是放置在历史背景下进行。《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以及

《悲情城市》分别呈现了澎湖列岛中的风柜、凤山、基隆、台北等外省人聚集的北部地区，用第二代外

省人 “背井离乡”的乡愁追溯与大陆的血脉联系。当下台湾电影则将选景分散开来。如票房大热的

《盛夏光年》（２００６）到花莲、本滨、玉里和台东等多地选取外景；《单车上路》 （２００６年）以台湾最

壮丽多变的苏花公路为背景；《流浪神狗人》（２００７年）在花东地区拍摄，选择丰滨、衫原、东河以及

永康等地，而 《练习曲》（２００７年）更是强调突出海洋形象，主人公明相从高雄出发，沿着海岸公路

串联起花莲、汉本车站、宜兰、基隆、林口等等众多地区，一开始不断出现的 “太平洋的风”最后落

实到 “台湾民歌之父”胡德夫在大海边歌唱的 《太平洋的风》，成为以在地经验形塑台湾身份的宣言；

而在 《海角七号》（２００８年）中，伴随日本教师悔恨的自白，背景出现了广阔而优美的大海，与之呼

应的是，夏都沙滩酒店的外面，湛蓝清澈的大海与天空相接，将恒春小镇烘托得无比纯净。在微观处

理上，镜头犹如 《夏天的尾巴》 （２００７年）的自行车一样穿梭在稻田、水渠之间，传达出一种清新、

宁静的田园风光；即使表现大城市，如 《蓝色大门》 （２００２年）、 《听说》 （２００９年）、 《一页台北》

（２０１０年）等，大多只是展现如快餐店、小吃店、面店、房屋中介等等街边小店。就连作为台北形象之

一的 《第３６个故事》，仅表现如民生小区、通化街夜市、竹子湖以及南门市场等，以青春形塑现代都

市。台湾学者李志蔷说：“及至近几年来，新一代导演纷纷崭露头角……一方面承接昔日台湾新电影前

辈们的创作养分，却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与旧有的风格切割 （无论在艺术性或商业性上）。”［４］即是说，

这种突出全景式、优美轻松、缺乏深度的文化编码的台湾形象，也是台湾新一代电影人为了区分与侯

孝贤等台湾新电影的表征。

进言之，台湾电影中自然风景与人情的大量出现与后现代性质密切相关。我们不妨以 《海角七号》

的 “恒春小镇”来说明。影片一开始就出现了 “去现代性”：阿嘉决然离开台北。现代城市遭到批判，

但是这种批判似乎用不着严肃对待，而后，恒春这个台南小镇成为重点，舒缓的生活节奏、无压力的

职业、亲昵的人际关系，构成了田园牧歌。它不再是 “桃花源式”的空洞理想，而是一个自然、经济、

文化均俨然丰盛的 “理想之地”，不仅有着发达的交通网络、开阔的经济前景、多元的跨国背景，而且

以音乐为代表的在地文化给予人们怡然自乐。如此，“恒春小镇”既不代指倦怠于现代主义的怀旧情

绪，也不是空想主义式的渺茫投射，它成了现实生活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选择。可以说，在当下的

台湾电影中，这种 “现代性焦虑的消失”现象可谓比比皆是。《六号出口》（２００７年）中所谓 “时尚达

人”范达因，忙碌于街边报刊亭，却也生活得有滋有味；《夏天的尾巴》中张家月因心脏病而休学在

家，却从未因此而难过；《有一天》（２０１０年）中的欣颖也只是轮渡上按部就班的福利社店员；《一页

台北》的小凯，在毕业之后无所事事，而留在父母亲的小面店里帮忙；《听说》（２００９年）中的快餐店

里，父母似乎已经失去 “望子成龙”的殷切，儿子天阔成天帮忙送快餐，倒也其乐融融。 “泛中心”、

重边缘的后现代思维解除了实现自我的 “现代焦虑”，不仅边缘的乡镇由于摆脱了物质贫瘠与落后，能

够构成人生的价值中心，而且平庸似乎作为人生常态，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当下台湾电影重新阐释

了自然及其田园牧歌的人生价值，正表现出了社会的后现代变迁。

客观上，台湾电影的自然形象、庸世生活的比重大，与制片资金投入偏小有相当关联，但这已促成

了美学风格的改变。我们认为，艺术阐释的是观念与情感价值，独立于人类情感之外的自然之景在艺

术中没有任何意义，它必须从纯粹自为存在挺进到人物的情感世界，以一种情感与情节的隐喻符号而

存在。如此来看，台湾电影对自然的过度呈现，造成人事退场，难以讲述一个情节紧张、曲折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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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而且，也限定了故事性质 （如以空镜头出现的优美风景也要求故事的唯美与单纯，于是爱情、

青春故事就频频出现）、人物类别 （如台湾电影主角多为对自然风景较为敏感、内心细腻的女孩）。另

一方面，过多的自然风景冲淡了人物的情感，景语与情语的主次及其分量的颠倒，导致人物情感难以

进入自然风景。这使台湾电影清晰地出现后现代的无深度的审美特征。

正由此，当台湾电影的自然形象与观光旅游紧密联系时，所产生的效果很难令人满意，自然形象未

能从 “景语”质变为 “情语”，却在现实意义上被后现代经济所统摄，陷入实利的漩涡。台湾电影不乏

一个串联者、见证者，经由他的耳闻目见，不仅将散布在全岛的自然风景，而且把台湾风土人情、世

俗生活、人文景观等一并呈现出来。如 《一页台北》，所谓 “一页”，即是 “一夜”之谐音，不外是小

凯在黑道与警察双重追踪下，在一夜之间穿梭在台北城市的多地。就其故事、人物乃至表演而言，都

是鲜有亮点，熙来攘往的夜市却得到不应有的突出。主演姚淳耀表示，这部电影让大家知道了台北的

美好，尤其是夜市小吃。① 国内学者李道新指出： “鉴于 《海角七号》对恒春旅游方面起到的推动作

用，高雄、台北、金门等地也纷纷斥资拍电影。”［５］据李志蔷介绍，中国台湾电影的这种变化受益于韩

国影视产业的启发。② 然而，效果明显欠佳。这种类似植入性广告的做法，出现了两败俱伤的效果。戴

维·英格利斯提醒我们，观光游客能否体验到他种文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旅游经营者以及／或者当

地旅游业成功地为游客们营造的那种 ‘真正’体验当地 ‘原生’文化的程度。”［６］在他看来，旅游观光

的关键在于，营造真实但也足够复杂的 “原生文化”。台湾电影用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突出在地生活的平

凡与宁静，诉之视觉消费的奇风异俗，缺乏让潜在游客产生从 “原生文化”生发出来、并且与自身有

关的价值意义，很难打造外地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经济。尤其在台湾电影故事简单、缺乏吸引力的

情况下，观光宣传非但未起到应有效果，反而造成刻板的印象；它不仅未能承负起这种宣传，却使得

本已破碎的故事更加破碎。这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

二、黑　　帮

一般说来，所谓 “黑帮”是指盘踞于民间、对抗官方政府，并且非法占据当地公共资源的帮派势

力，折射出政治权力难以到达的边缘区域及其特殊群体抗争的阶级矛盾。它遭到国家权力意志诉之法

律、警察、监狱等暴力手段加以强行杜绝与严厉取缔；同时，由于以少数利益为核心而对外疯狂攫取，

受到当地民众的反抗。然而，台湾黑帮的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随着对台湾 “合法政府”集体认同的

削弱、经济腾飞、本地化运动的发展，黑帮在众多电影中，不仅体现台湾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包括本

省人对抗外省人的族群矛盾。由于长期承受外省人政治威权的高压，弱势边缘的本省人以及原住民们

获得了人道主义的同情，以在地利益为核心的帮派势力具备了情感的合理性就成了释放族群冲突、争

取自身族群利益的最佳方式。

黑帮的这种政治意义反映出台湾政府的认同危机。这首先与统治者频频 “易主”、“政府”不断更

迭及其 “外来”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台湾政坛的风云变幻是超出大多数本省人认知的 “宏

观政治”，那么，黑帮就是本省人落在生活实处的、抗争外省人的一种 “微观政治学”。这在被誉为

“台湾史”的 《悲情城市》可以清晰地看到。林家历来都作为 “流氓”而存在，不仅正值壮年、彪悍

血性的林文雄，从上海归来介入 “黑吃黑”的文良，均显示出强烈的江湖气息，就连瘦小干瘪、毫不

７７

①

②

参见百度百科 《一页台北》词条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２５７２０９３ｈｔｍ。
李志蔷介绍说，受到韩国偶像剧对观光收益造成的吸票效应，观光局也开始孤立或赞助国片拍摄知名景点，并协调县市

政府支援或帮忙。参见李志蔷：《后山桃花源：开拓国片新视野》，谢仁昌主编 《２００７台湾电影年鉴》，台湾 “行政院新闻局”出

版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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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眼的父亲林阿禄，年轻时也是当地的流氓头。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建立在族群冲突上。如林父阻拦

国民党士兵闯入家里抓文雄，对随便被扣上 “汉奸”的帽子十分愤怒；林文雄则口无遮拦地痛斥朝秦

暮楚的政治世道，凸显 “台湾有人骑没人疼”的身份，社会底层与知识分子 （吴宽荣）的政治体验如

出一辙。我们说，林家之所以被侯孝贤当做从日本殖民到国民党 “台湾政治变迁史”的典型样本，就

在于家族这种独特的黑帮性质及其本省人身份。在他看来，台湾政治的高压威权、外来属性导致帮派

势力 （阶级矛盾）与在地力量 （族群矛盾）之间不甚判然。而 《悲情城市》“想把台湾哥那种江湖气、

艳情、浪漫，带点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满血气方刚的味道拍出来。”［７］所谓 “土流氓”，即是本省人混

迹于在政治高压下不被许可、承认的 “黑道”，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社会中介，在对抗 “政府”与 “亲

和”民众之间，“合理”地分配、控制着当地的公共资源。这在台湾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已经渗透到血脉

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 《海角七号》大热的理由就充分许多了。借助本省人与外省人、台日等想象性指涉，

“本省人已然崛起”的信息得到强有力的表达，并以此获得了极其罕见的票房成功，以其４千万的拍摄

成本却制造了３２亿新台币的奇迹，一举超过了好莱坞电影 《神鬼传奇３》与有着周润发、杨紫琼等国

际豪华阵营的 《卧虎藏龙》。［８］毫无异议，它的成功并不在于其叙事是怎样的精妙，而在于一种强烈影

射现实的社会情绪，与其说它是精妙的艺术文本，毋宁说是典型的社会文本。它搅动本省人、客家人

及其原住民们的复杂情绪，以敏感的经济发展、族群矛盾，显示备受压抑的本省人在地意识的重新苏

醒。此处虽无黑帮，但本省人洪国荣以主席的 “合法”名义显示出现实权利的获取与抗争，和黑帮想

象并无二致。有意思的是，继 《海角七号》之后，讲述黑帮故事的 《艋艵》再次掀起了本地片的热潮，

在台湾票房上创造出一系列纪录，令人难以置信地一举超越了席卷全球的 《阿凡达》。［９］略加比较，《艋

艵》虽然出现的时间在后，但更像是 《海角七号》的 “前传”，不仅是指故事时间的先后，一为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一为当下；更因追溯了本省人与外省人血肉纷飞、以命相搏的冲突史，梳理了本省与外省

人之间权力嬗变的逻辑关联。它叙述了在八十年代政治解严、经济腾飞的背景下，本省帮派在利益诱

惑下的分崩离析、内部瓦解，灰狼所代表的外省人挂青壮帮是怎样把掌控本地权力从本省人手里巧取

豪夺，勾勒出一道本省人在外省人强大入侵下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历史命运。在这一序列中， 《海角七

号》中的本省人崛起显得理由十足：本省人曾经拥有管理地方的合法性，只不过被外省人强行夺过，

而经过数十年的隐忍与积累，终于再次崛起。尤其是 《海角七号》标志本省人强势崛起的代表会主席

洪国荣和 《艋艵》被枪杀的角头大佬ｇｅｔａ，由同一个演员马如龙扮演，这种权力循环的历史意味就更强

烈。

与 《悲情城市》选取１９４５年基隆林家的时代剧变相似，《艋艵》选择八十年代台北的黑帮家族，

同样具有历史溯源的意味，如有意通过 “和尚”介绍道，片名 “艋艵”出自台湾少数族群的特殊言语，

就是指从本地小船贸易开始发展的台北。但是，从福柯的 “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

语的时代”考察，两部电影政治批判的立意差异甚大。毋庸置疑，《悲情城市》的 “政治易主”、“二

二八”在台湾史上极其重大，侯孝贤在 “冷眼”观 “生死”之间，突出极权政治粗暴践踏人性的白色

恐怖，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批判性。不仅如此，在台湾政治尚未但即将 “解严”的敏感时期，作为第

二代外省人的侯孝贤率先以电影的方式反思 “二二八”事件，这充分显示出政治批判与反思的勇气。

《艋艵》的黑帮叙述则是从个体成长开始，备受欺辱的 “蚊子”在青春年少的朋友义气的诱惑下，误入

歧途而混迹于黑帮。它侧身躲过重大的政治命题，而注重于个体成人的 “非政治”表述，黑帮从 《悲

情城市》的阶级与族群矛盾搅和在一起的社会复杂性退却，集中在个体成长。更关键的是， “话语讲

述”与 “讲述话语”之间存在着较大落差。“话语讲述”中的１９８７年，外省帮派的兴起、枪支泛滥，

本省人势力萎缩、外省人膨胀，导致艋艵各方势力重新洗牌。然而有意思的是，台湾的现实状况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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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执行三十八年之久的 “戒严令”解除，台湾本省人借助 “本土化运动”、民主运动，培育自身力

量逐渐进入政坛，赢得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艋艵》所谓外省人黑帮的 “入侵”，本地帮派的瓦解，

只不过是 “讲述话语”时代为了适应 “话语讲述”时代的一次主动的修正。与 《悲情城市》话语讲述

与讲述话语时代的政治批判意味高度缝合不同，而 《艋艵》以身份差异、时间差异却显示出政治差异。

直言之，这种刻意突出本省人被侵犯的无力与屈辱及其命丧当街的悲惨结局，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为了

刺激与迎合 “解严”之后直至当下台湾本省人崛起的族群情绪。更进一步地说，与大多黑帮片相比，

《艋艵》不仅仅表现出新旧帮派之间势力的此消彼长，而且突出年青一代为长远的 “艋艵”而暂时投靠

外省帮派，当所有的谜底揭开时，“和尚”却说杀 ｇｅｔａ正是为了保全志龙、出卖兄弟恰恰是为了本省人

利益，如此的细节再分明不过地流露出对具有族群亲缘性的本省黑帮的理解与同情。可以看出，台湾

电影表现黑帮，尤其是表现族群矛盾的黑帮，虽然体现了 “话语讲述”时代台湾政治的民主程度，但

同时台湾政治的复杂性也一览无遗。

三、音　　乐

当下台湾电影的另一个现象也不容忽视，那就是音乐的分量及其功能。与杨德昌电影中 “小公园”

翻唱美国摇滚、体现文化殖民的不同，台湾本土的摇滚乐占据了主导地位；借此，一种区分于西方、

不同东方传统的现代意识油然而生。中国台湾电影中的流行歌星、本地歌手、日韩偶像等纷纷走向叙

事前台，大大增加了音乐的比重。被称为 “孕育”台湾电影新类型的 《不能说的秘密》，借助周杰伦扮

演的钢琴天才，出现了２５首插曲音乐；在故事简单的 《夏天的尾巴》，多达１８首，张家月抱着吉他演

唱的 《想念》更令人记忆深刻；《海角七号》中的音乐也达到了１５首，其中范逸臣、中孝介等演唱的

《无乐不作》、《国境之南》、《情书》、《野玫瑰》等等歌曲脱颖而出。与自然一样，音乐大量的介入，

影响了当下台湾电影的美学风格。

台湾电影把音乐直接等同于人性良善与理想追求，它如同一个解毒剂能够将边缘人、黑帮扭转成

一个率性而为、超越俗世的理想人物，更因自身信息标志出台湾的在地意识与现代身份。《漂浪青春》

中盲眼歌女菁菁，时而欢快时而幽怨地唱出一首首闽南歌曲，旁边坐着深情注视、拉着手风琴伴奏的

“Ｔ”竹篙，呈现出 “女同”的两情相悦，从而淡化了观众可能存在的抵触。如果说闽南民谣凸显了在

地经验，那么摇滚乐则传达了自我张扬、叛逆的现代气息，标志着台湾的现代身份。对摇滚的深刻影

响，楼一安执导 《一席之地》时说得明确： “从剧本构思、音乐设计、拍摄手法到最后剪辑与声音处

理，我相信摇滚对于这部片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这影响不只展现在片中酷炫的摇滚音乐与舞台场面，

同时也展现在片中小人物真挚的眼神，乐手不经意的嘲讽，都市边缘族群的愤怒，火舌吞噬纸厝的毁

灭快感。”［１０］ 《混混天团》被称为讲述 “黑帮与音乐”的故事，街头混混阿豪无论具有怎样的 “正义”，

只有当他以粗暴但有效的方式帮助了失落的乐团主唱阿海时，才真正提升了人生境界。可以说，在当

下台湾电影中，本土的摇滚音乐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似乎成为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如 《夏天的尾巴》

中，摇滚给予身患心脏病休学在家的 “摇滚少女”张家月未来梦想；而范逸臣认为 《混混天团》强调

很多 “梦想”，并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唤起大家曾经受伤的记忆。［１１］但是，借此表达的反叛精神过于显

见，限制了台湾电影在人性探索、故事情节及其主题方面的复杂性。

音乐在台湾电影中占据的特殊地位，已被台湾学者注意到。廖金凤说：“电影可能扮演着推动流行

文化的势力，台湾今天的处境则反之，电影产业发展或许可以借助我们在华人社群仍具优势的流行音

乐，拓展较有把握、胜算较大的 ‘华语市场’。”［１２］如果单从电影发展来说，借助音乐的优势资源，“明

星跨界”短期能获得发展动力，但是，这种亮点与电影并无本质关联。电影依托流行音乐的优势资源，

其可持续发展值得怀疑。最典型的莫过于周杰伦，作为台湾最具影响的流行歌手，刚介入演艺界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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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产生轰动效应，如在 《头文字 Ｄ》中的表现令人耳目一新，但随后在 《苏乞儿》、《刺陵》中乏善可

陈，颇能说明实情。

问题更在于，当以摇滚乐为代表的音乐介入当下电影后，并没有与叙事融为一体，而成为一种分裂

电影叙事的力量，破坏了意义消费的连贯性。香港学者叶月瑜说：“就媒体机制而言，这些影片纷纷和

唱片业合作，推出电影概念、原声带专辑或单曲，恢复以往两媒体间互利互助的体系。但这是否意味

音乐在影片中与叙事息息相关？从 《只要为你活一天》、《戏梦人生》中，我们看到了音乐事实上是独

立存在，与影片构成的不是文本 （ｔｅｘｔｕａｌ）的连结，而是互文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的共存。”［１３］简单地说，电

影／叙事与音乐／抒情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的媒介，当音乐超出作为辅助功能的分量介入电影，总会排挤

叙事成分而独立成章 （严格地说也并非 “互文的共存”，影像叙事与主题曲、插曲以及片尾曲之间恰恰

缺乏关联，如 《夏天的尾巴》中不识愁滋味的张家月，却唱着怀疑、质疑一切的摇滚歌曲，等等），此

时音乐越是具有优势，反而越使叙事寡味。如果说侯孝贤 《悲情城市》、《戏梦人生》等电影，由于具

备深沉的历史情绪与社会责任，内容仍然是观众接受的首要元素，音乐只是一种 “半独立性”的存在，

那么，音乐的独立性在当下台湾电影中非常清晰。如在 《一页台北》中，故事、人物以及表演都显稚

嫩，唯一亮点就是电影配乐；《街角的小王子》的故事同样简单，乐团表演的 《ｉｎｃａｓｅｏｆｌｏｖｅ》却得到

了观众的好评。我们认为，电影叙事确实需要音乐，但并不是给后者腾让主体地位；音乐只是作为一

种辅助功能 （文本内部的 “连结”），服务于影像叙事。台湾电影对音乐的使用颠倒了这种主次之分，

在投资、拍摄等种种客观约束下，希望通过电影音乐的主观努力，突破需要重造客观情境的叙事压力，

使之成为 “音乐电影”。由于资源占优，音乐跳出了故事的语境与叙述，成为一个观赏的独立亮点，严

重解构了电影的整体性，也将破坏了意义消费所要求的身份虚拟。我们看到，周杰伦、范逸臣等直接

介入故事、成为主要人物，而且，他们将电影作为音乐表现的媒介，展示音乐才华。如周杰伦在 《不

能说的秘密》中的 “斗琴”，《海角七号》、《街角小王子》、《一席之地》、《混混天团》等屡次出现乐

团的排演，以各种形式 （如演唱会、录音棚、舞台演唱）完整呈现如中孝介、范逸臣、莫子仪、Ｅｎｏｎ

等的表演。然而，电影过于突出演唱现场，实际上暴露演员即歌手的现实身份，这种信息的介入驱散

了故事消费的虚构光环，唤醒了进入虚构的故事情境的观众，“出戏”就必然出现了。由此，台湾电影

的感染力明显下降，这种 “意图谬误”显然不是音乐介入的本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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